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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要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毛泽东果断决定研制“两弹一星”，重点突破国

防尖端科学技术，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积累了丰富历史经验。“两弹一星”的研制成功，

体现了我国大科学体制的优势和特点；以“两弹一星”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技的辉

煌成就，不仅是我国国防现代化的标志性成就，也创造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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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国防尖端科技战略的成功决策
与“两弹一星”的历史经验

在新中国60多年发展历程中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

代是极不平常的时期。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，为了抵御

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打破大国的核讹诈、核垄断，毛

泽东果断决定研制“两弹一星”，重点突破国防尖端科

学技术。“两弹一星”的研制过程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

积累了丰富历史经验，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一、毛泽东的成功决策与
“两弹一星”的辉煌成就

1945年 8月 6日和 9日，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分别

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爆炸，近20万日本居民以血肉之躯

验证了原子弹的巨大杀伤威力。当整个世界在原子弹的

冲击波作用下瑟瑟发抖时，8月 13日，毛泽东在延安

干部会议上发表了斩钉截铁的演说：“美国和蒋介石的

宣传机关，想拿两颗原子弹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。但

是扫不掉，没有那样容易。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？不

能。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。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斗

争，原子弹是空的。”①一年后，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

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谈话时，进一步提出了“原子弹

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”②的重要论断。

毛泽东将原子弹斥为纸老虎，旨在战略上藐视

敌人，坚定人民在极端恶劣战争环境下的革命信念，

不要被一两件新武器吓倒。同时，毛泽东也强调在战

术上重视敌人，重视现代军事手段的威慑作用。中国

反对核战争，但中国必须拥有核武器，只有有了足以

抵御外敌侵略的核武器，才能最终消灭核战争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面临严峻的国际局势。抗美援

朝战争中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叫嚣：“如果不能安排

停战，美国将不再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责任。”③ 同时，

美国还同蒋介石签订《共同防务条约》，提出假如台湾

海峡安全受到威胁，他们有权使用原子弹。为了抵御帝

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打破大国的核讹诈、核垄断，尽快

增强国防实力，保卫和平，毛泽东审时度势，果断决定

研制“两弹一星”，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，作出了对

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和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。

国外学者对新中国在经济和科技落后条件下研

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看法不尽一致，较客观的观点

认为，这项决策主要基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。“中

国必须永远摆脱几代人以来受强国欺侮的命运，这一

□ 王素莉

作者王素莉，女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，《中共党史研究》杂志副主编（北京  100080）。

①② 《毛泽东选集》（第四卷）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1 年版，第 1133、1194 页。

③ [ 美 ]J.W.刘易斯、薛里泰著：《大漠深处》，北京：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，1990 年版，第 12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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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是毛在革命中的一个坚定信念。”①因此，在反对

美国核讹诈政策的世界和平人士中，有人希望中国掌

握核武器。早在1951年10月，法国科学家约里奥·居

里委托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回国转告毛泽东：“你

们要反对原子弹，你们必须拥有原子弹。”并将亲手

制作的 10 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，作为

对中国核科学研究的支持。② 

铀资源是制造原子弹的必需条件。1954年，地质

部在综合找矿中第一次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。毛泽

东满怀信心地说：“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，我们国

家也要发展原子能。”③1955 年 1月 15日，毛泽东主

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，听取李四光、刘杰、钱三强

关于铀矿资源和核科学技术的情况汇报，研究我国发

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，作出中国也要搞原子弹的决策。

毛泽东指出：“这件事总是要抓的。现在到时候了，

该抓了。”“我们只要有人，又有资源，什么奇迹都

可以创造出来。”④这次会议做出了中国要发展核工

业的战略决策。这年 3月，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

议上宣布中国进入“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新时

期”。6月，成立了由陈云、聂荣臻、薄一波组成的

中央三人小组，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。

1956 年，中央在制定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

个远景规划中，把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列为第一项重点

任务。为了在短期内改变我国科技状况，尽快接近国

际水平，在具有关键作用的新学科领域制定了“1956

年四项紧急措施”，同时部署了两个更大的项目：原

子能和导弹。4月，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，听取

钱学森关于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。会后，成立了

以聂荣臻为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，负责导弹事业的

发展。5月，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军委会议，讨论聂

荣臻提出的关于《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

见》。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，中央又果断做出发展导

弹技术的决策。10 月成立了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

五研究院；11 月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（1958 年改为

第二机械工业部），具体负责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

展。1958 年，我国科学家提出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

建议。⑤这年 5 月 17 日，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

议上，提出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”的号召。中央

决定以中国科学院为主组建专门的研究、设计机构，

拨出专款，研制人造地球卫星，代号为“581”任务。

毛泽东确定我国的国防尖端科技发展要坚持“自

力更生为主，争取外援为辅”⑥的方针，强调把立足

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，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实

践，培养人才，掌握技术。在中央的部署下，中国科

学院、二机部、国防部五院（后组建为第七机械工业部）

集中各所属单位一大批资深专家和科技人员展开各项

基础研究工作，他们中既有许多才华横溢、功成名就、

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，义无返顾回到祖国

的著名科学家，也有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年轻大学生。

我国研制原子弹和导弹，一开始曾得到苏联的技术

援助。从1955年到1958年，中苏两国政府先后签订六

个有关协定，由苏联对中国提供技术方面的援助。1957

年 10月 15日，中苏双方签订新技术协定，规定在1957

年至1961年底，苏联向中国提供导弹方面的技术援助。

这些援助，对中国原子弹、导弹研制的起步起了重要作

用。但是，从一开始，苏联的援助就是有条件和有限度

的，最主要的是苏方尽量不提供军事应用方面的援助。

毛泽东在二机部的报告上批示：“尊重苏联同志，刻苦

虚心学习。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，打倒贾桂！贾桂（即

奴才）是谁也看不起的。”⑦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和恶化，

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、撤走专家后，对中国研制

原子弹、导弹的援助也全面停止。从这时起，我国完全

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，原子弹、导弹

研制进入了全面自力更生的新阶段。

苏联撕毁合同时，我国的国民经济正面临前所未

有的困难。国防尖端科技项目是“上马”还是“下马”，

意见很不一致。毛泽东明确指示：要下决心搞尖端技

术，不能放松或下马。陈毅风趣地说：“我这个外交

部长的腰杆还不太硬，你们把原子弹、导弹搞出来了，

我的腰杆就硬了。”聂荣臻坚持认为，为了摆脱我国

一个世纪以来经常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局面，我们

必须搞出原子弹、以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，以便

在我国遭受敌人核武器袭击时，有起码的还击手段，

同时还可以带动我国许多现代化科学技术向前发展。

1961 年，党中央《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

干问题的决定》指出：“为了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

① [ 美 ] 麦乔治·邦迪：《美国核战略》，北京：世界知识出版社，1991 年版，第 708 页。

② 核工业神剑文学艺术学会编：《核科学家的足迹》，北京：原子能出版社，1989 年版，第 70 页。

③④ 《当代中国的核工业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7 年版，第 12、4页。

⑤ 《中国科学院编年史》（1949-1999），上海：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，1999 年版，第 94 页。

⑥⑦ 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》（第七册），北京：中央文献出版社，1992 年版，第 273、231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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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，加强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，中央认为有必要

进一步缩短战线，集中力量，加强各有关方面对原

子能工业建设的支援。”1962 年 11 月 3 日，针对二

机部提出的争取在一九六四年，最迟在一九六五年

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规划的报告（即“两

年规划”），毛泽东指示：“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。”

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，包括聂荣臻、罗瑞卿在内

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（简称“中央专委”），任务是

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原子武器研究、试验工作

的领导。1965 年“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”改称“中

央专门委员会”，并将导弹和人造卫星统一纳入“中

央专门委员会”的领导范围之内。在中央统一领导下，

全国“一盘棋”，集中攻关。二十六个部委、二十多

个省区市、一千多家单位的科技人员大力协同，表现

出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在攻克尖端科技难关方面的伟

大力量。

1964 年 10 月 16 日，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

原子弹，“东方巨响”震惊了世界。这一成就集中代

表了我国科学技术当时所能达到的新水平，有力地打

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，提高了我国的国际

地位。随即，中国政府发表声明：中国一贯主张全面

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；中国进行核试验，发展核

武器，是被迫的，完全是为了防御，为了保卫中国

人民免受核威胁。中国政府郑重宣布，在任何时候，

任何情况下，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。

1960 年以后，我国科学家对氢弹理论的研究逐

步取得进展。1964 年 5 月和 1965 年 1 月，毛泽东在

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设想

时明确指出：原子弹要有，氢弹也要加快。①1965年，

中国科学家突破了氢弹研制中的关键，探索出一种新

的制造氢弹的理论方案。1966 年 12 月，中国成功进

行了氢弹原理试验。1967 年，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

实验成功，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

家。中央强调，两弹为主，导弹第一，要实现原子弹

与导弹结合。在导弹和喷气技术领域，中国科学家经

过仿制、改进到自行研制三个阶段的飞跃。1960年，

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和近程导弹发射成功；1964年，

我国自行设计和研制的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；1966

年，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飞行爆炸成

功。同年，中央专门委员会原则批准中国科学院《关

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建议》，该报告

计划在 1970—1971 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，命

名为“东方红一号”。人造卫星进入工程研制阶段，

代号为“651”任务。1970 年 4 月 24 日，我国第一

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。

我国的“两弹一星”构成了民族自卫整体力量

的重要盾牌，在维护世界和平和防止核战争方面发挥

了重要作用。正如邓小平所说：“如果六十年代以来

中国没有原子弹、氢弹，没有发射卫星，中国就不能

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，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。

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，也是一个民族、一个

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”。

二、“两弹一星”与中国大科学体制的优势和特点

“两弹一星”国防尖端科技发展战略的体制基

础是有中国特色的大科学体制。中国从第一颗原子弹

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仅用了 2年零 8个月（如果以

1967 年 12 月中国第一次氢弹原理实验成功为限，应

为 2年零 2个月），而苏联用了 4年，英国用了 4年

零 7个月，美国用了 7年零 4个月，法国用了 8年零

6个月。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实现国防尖端科技的

重大突破，与中国特色的大科学体制密切相关。

大科学的先导为“规划科学”，其基本含义是

指由国家资助的规模巨大的科研项目。从一定意义上

说，大科学与社会主义制度有某种必然联系，苏联

就是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大科学结合得成功榜样。正

因为此，苏联在 20 年代首创的“规划科学”思想，

曾被西方称为“布尔什维克瘟疫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

国防尖端科技发展很自然地走向了大科学体制，并在

实践中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。

第一，党中央的科学决策、集中统一领导与社

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集中统一规划是大科学体制发展

的先决条件。

毛泽东曾多次亲自主持会议，成立了以周恩来

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，中央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方针、

原则和政策措施。实践证明，“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

重大经济、科技建设项目，必须加强党的统一领导”②，

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做出决策，一旦目

标确定，就坚决很抓到底。参与“两弹一星”研制的

科学家们高度评价说：“两弹一星”的决策离不开

党中央的深谋远虑和坚强领导，如果没有中央决策，

① 《当代中国的核工业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7 年版，第 59 页。

② 江泽民：《在表彰为研制“两弹一星”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的讲话》，《人民日报》1999 年 9 月 19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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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党的领导干不成。① 

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集中统一规划是国防尖端科

技战略决策实施的制度保证。特别是在中苏关系破裂、

国民经济陷入困难时期，计划经济体制发挥了集中力

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。一些西方学者客观地认为，市

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优劣并不是绝对的，前苏联和中

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防尖端科技方面的成功说明：

“政府在组织和引导研究开发方面并不是无能为力的。”

实际上，西方发达国家某些成功的研究计划也是由政

府组织实施的。②今天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，

中国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科学技术，还需要我们发挥

大科学体制的优势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，加强

国家对科技发展的宏观管理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任何短

视和功利主义的做法都是十分有害的。

在大科学规划的实施中，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

导，科研、生产、使用相结合，统筹规划，对于加强

科学管理，克服分散、重复现象，提高科技投资的综

合效益，集中力量办大事，加速国防科技的发展起了

重要作用。“大科学的经验在大工程、大经济建设方

面都可以用。”③当然，中国大科学体制是在共和国

前 30 年中形成的，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

如何通过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和发展，正确处理

“大科学”与“小科学”的关系已成为重要的理论与

实践问题。

第二，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

和走群众路线的原则是大科学体制发展的指导原则

和社会基础。

毛泽东确定我国的国防尖端科技发展要坚持“自

力更生为主，争外援为辅”的方针。1959 年 6 月 20

日，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，提出由于苏联正与美、

英进行“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”谈判、赫鲁晓夫即将

与艾森豪威尔进行会谈，因此暂缓向中国的核计划提

供任何后续援助。7月 16 日，苏联政府又通知中国

政府，苏联将撤走全部在华专家。他们讥讽说：离开

外界的援助，中国 20 年也搞不出原子弹。就守着这

堆废钢烂铁吧！毛泽东强调指出：要下决心搞尖端技

术。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，极好！如果给了，

这个账是很难还的。④1963 年 8 月，中国科学家给即

将诞生的原子弹取名为“596”，以让后人永远记住

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的历史性开端。

从理论上说，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原则与群众

路线互相配合、互相衬托，其核心在于相信人民群众

的才智和力量可以完成任何艰巨而伟大的事业。毛

泽东将群众路线应用于中国的科学实践活动，把群

众作为重要的科技人力资源，开发其中的创新潜能，

为中国科技活动中的许多低技术和非技术问题的解

决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，这无疑是人类科技发展史上

一个大胆的创举。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自信心通过

党的群众路线的导引，构成了大科学运行所必须的动

力和资源，这是中国大科学发展的独特经验。

因此，中国的原子能事业采取了完全不同于苏联

和西方以高度专业化和职业化分工为模式的科研体制，

而是采取了核能技术决策、科技专家与全民动员同时进

行的方式；通过对民众普及原子能知识、出版有关原子

能方面的通俗读物以及宣传讲话等措施，发动全国人民

共同推进原子能事业，⑤并且提出了“全民办铀矿”、“大

家办原子能”的口号。通过“全民办铀矿”，获得150

余吨土法炼制的重铀酸铵，为中国初期的核燃料生产提

供了原料。外国学者评价说：“由于铀的及时获得，使

中国在原子弹的竞赛中缩短了一年时间。从这个意义上

说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实在是一颗‘人民炸弹’”。⑥ 

三、“两弹一星”精神
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

以“两弹一星”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技的辉煌

成就，不仅是我国国防现代化的标志性成就，也创造

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。江泽民概括出“热爱

祖国、无私奉献，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，大力协同、

勇于登攀”的“两弹一星”精神。他说：“‘两弹一星’

精神，是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、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

精神的活生生的体现，是中国人民在 20 世纪为中华

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” 。⑦

首先，爱国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“积弱”

的历史中不断被强化起来的民族情感。新中国成立

后，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、威胁和讹诈，使爱国主义

①③ 《科技强国，永垂青史——“两弹一星”座谈会纪要》，《中共党史研究》，2001 年第一期。

②  [美]约瑟夫·E.斯蒂格利夫著：《社会主义向何处去——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》，长春：吉林出版社，1998年版，第173页。

④⑤ 《当代中国的核工业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7 年版，第 36、15 页。

⑥  [ 美 ]J.W.刘易斯 . 薛里泰：《大漠深处》，北京：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，1990 年版，第 78 页。

⑦ 江泽民：《论科学技术》，北京：中央文献出版社，2001 年版，第 167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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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极大的渗透力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。

在“两弹一星”的研制过程中，党与知识分子在

爱国主义基础上形成的良性互动关系有近代以来中国历

史发展的深刻印记，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时代特征。

“两弹一星”的决策和科研模式，构成了党与知识分子

良性互动关系的重要线索，这还需要下功夫认真总结和

研究。实际上，从“596”到“863”以及“国家创新体系”，

党与知识分子保持着“两弹一星”以来形成的思想上的

一致性。这种一致性来自于爱国主义的政治基础，在本

质上是不可动摇的。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，党中央决策

者、科技专家与人民群众团结一致，形成了万众一心地

投入到使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中去的合力。

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，“两弹一星”事业汇集了

我国一大批杰出科学家、科研人员、工程技术与管理人

员，他们在戈壁荒滩、崇山峻岭建立基地，艰苦创业。

出于保密的需要，他们隐姓埋名，默默无闻地为祖国的

国防尖端科技事业作贡献，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，科学家和一般民众很自觉

地把参与中国的“两弹一星”事业视为使中国强大、不

再受屈辱的神圣使命。这种使命感成为一种深远的原动

力，使他们很自然地消解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

冲突，个人的服从性成为很普遍的政治和道德准则。“他

们那种‘起来，不愿受核讹诈，不愿做核奴隶’的心情，

那种‘奉命于危难之间’的责任感和光荣感”是真实的

历史反映。“两弹一星”元勋陈能宽说：“我们所以认

为中央的决策正确，是因为大家都了解当时的国际形势，

也知道我国的经济很困难，科技水平很低。我们这一辈

人，过去让日本人、西方人瞧不起，觉得中国人也是人，

也有那么光荣的历史，为什么就不行呢？所以这样是想

出一口气。我们民族这个特点使我们想干这个事。”② 

其次，在爱国主义基础上形成的集体主义，构

成了“两弹一星”精神的坚实思想基础。彭桓武在

谈及科学家在中国“两弹一星”工作中的作用时说：

“集体，集体，集集体”，“我们合写一篇大文章”，

反映了参加研制“两弹一星”的科学技术人员崇高的

精神面貌。早期参加研制尖端武器的人员，大多是从

全国抽调来的科学技术尖子。他们不是谚语说的“荷

叶包钉子”那样，钉子捅破了荷叶掉在地上七零八落，

而是有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。事实证明，“为了很

快地搞好尖端国防与大型经济建设，必须提倡集体主

义精神。”③因此，在社会价值观和政治信仰上高度

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体主义精神，构成了中国大科

学运行机制的重要动力资源和道德基础。

再次，坚持创新和鼓励探索的科学精神构成了

“两弹一星”精神的灵魂，其中重要的是管理体制和

科技创新。

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技术民主是管理体制上的创新，

这是“两弹一星”科技管理的重要经验。在这一过程中，

广泛运用了系统工程、并行工程和矩阵式管理等现代管

理理论与方法。在设计、实验和工程部门之间紧密配合、

创新攻关，从而提高了整体效益，走出了一条投入少、

效益高的发展尖端科技的路子。中国科学家还提出了“理

论联系实验”和“冷试验”的科研理论和方法，其中“冷

试验”的研究方法开辟了“虚拟试验”的道路。

实践证明，自力更生、自主创新，是我国真正在

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基石。尖端技术

不可能从国外直接拿来，即使有的一时可以从外国引

进，但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学习、消化和新的创造最

终还是会受制于人。惟有自己掌握核心技术，拥有自

主知识产权，才能将祖国发展与安全的命运牢牢掌握

在自己手中。在“两弹一星”研制过程中，科研人员

攻破了几千个重大技术难关，制造了几十万台件设备、

仪器、仪表。他们的自主创新精神，不仅使研制工作

在短时期内连续取得重大成功，而且有力地保证了我

国独立自主地掌握了国防尖端科学技术。“创新是一

个民族进步的灵魂，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。”“一

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，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”④

党的十八大提出：“综观国际国内大势，我国

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”⑤，和

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。同时，世界仍然很不安宁，

霸权主义、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。新的机

遇，新的挑战，又一次把中华民族推到了实现伟大复

兴的历史关头。认真总结毛泽东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

成功决策和“两弹一星”的历史经验，继续发扬“两

弹一星”的伟大精神，必将成为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

梦的征程上奋勇开拓的巨大推动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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